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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相互关系极其复杂，头绪较多，但表述历史却要求尽可能条理化和明晰化，二者间的差异实质上 

也是事实与表述间的差异。 

走过7O年的抗战史研究，历经宣传及政治需要阶段 、学术研究乏力阶段，再到国际化背景下回 

归学术但同时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挑衅的状态，影响抗战史研究的外部环境始终难以安静。抗战史 

的研究需要在“三调”间游走，既要适应政治宣传的需要 ，又要梳理经历者口述的真伪 ，还要对史实 

进行细致的分析，难度极大。经历者的认知与神话传说，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同样具有史学史意义 

上的重要价值。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努力排除所有干扰接近客观事实，发掘出历史演变的特征 ， 

找到历史与现实间真实的延续性线索。 

现代历史学的表述及定性，是在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下展开的。毋庸置疑，在抗日战争史和沦陷 

区的研究中，捍卫民族一国家立场的定性是主流，这一出发点及问题意识是明确的。问题在于，多 

数的相关研究止步不前 ，影响了视野的开拓。此外，抗战时期的历史虽以抗战为中心，但仅以抗战 

的单一眼光考察，也会遗落诸多重要历史事实，反而会影响对抗战史的认识。因此，今后的抗战史 

研究，应该对现实政治需要特别是民众情感需求有所超越，面对经历者的片面认识与神话传说的描 

绘，要清醒地意识到“三调”间的差异性，应力求站在倡导和平、维护民族生存权及人权的高度，通 

过细化基础的定性研究，澄清有关抗 日战争史特别是关于沦陷区史研究中的误区，尽可能还原历史 

本相，促使人们在客观基础上理性反思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细化研究以扎实的史料、无可辩驳的 

证据为根本，是科学定性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所在，它可以给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降温，更可以强有 

力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论调。 

[作者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抗 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 

李金铮 

任何社会、事物和现象，都是由“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联结而成的，并由此形成“联系”的客观性 

和普遍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也可以说是“关系”史。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挖掘和揭示各种“关系”的互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变化，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敌占区三个区域同时并存 ，各个区域以及区域内部的关系 

犬牙交错，波诡云谲。每一区域既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又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区域发生 

“关系”的产物。不同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了整体的抗 日战争史。这一迷离的形态和格局， 

为历史学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无疑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试以其中一个区域，来说明以上意涵。譬如，关于中共抗 日根据地，要想做出真正有深度的研 

究，就必须以此为中心呈现“关系”的多面性。它至少包括这样几个关系：根据地自身内部的关系， 

不同根据地之间的关系，根据地与国民党敌后游击区的关系，根据地与大后方国统区的关系，以及 

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关系。除此以外，或许还应该涉及根据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然而，不能不说， 

以往学界也包括我 自己，对抗 日根据地的研究，多是孤立的个案，从多面“关系”的角度所进行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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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还是有限的。即便那些称为中共抗 日根据地或华北抗 日根据地一类的研究，也多是不同根据地 

叙述的叠加，而对各个根据地之间的关系，以及根据地发展过程中与国统区、敌占区乃至其他国家 

之间的关系，都未曾给予应有的注意。结果，使得本来极其复杂的历史显得简单化了。 

再进一步，就抗 日根据地内部而言，这里面同样存在着诸多层面的“关系”，譬如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应当说 ，在一些个案研究中，这些“关系”都曾受到学者较多的 

关注。但还有一个“关系”，却似乎被忽略了，这就是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之 

为“央地”关系。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我想就此略谈一点想法。 

学界之所以对根据地的“央地”关系有所忽略，大概与一种不言而喻的认识有关，即：中共中央 

与地方根据地之间，是指挥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从而无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应该说，这一 

认识有一部分道理。共产党 自从建立根据地以来，无论是苏区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政权所 

施行的都是比较单一的集权制，而非地方分权模式。在这种体制下，中央对地方拥有巨大的权威， 

地方没有太多的自主性，这恰恰使得共产党能够完成其他政党政权往往不能完成的目标。不过，与 

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政权与中国传统历史的一统集权制有显著的区别，它 

是一个在“正统”政权统治之下的“割据”性政权。也正因为此，中共政权被称为“局部执政”。抗 

战时期，中共特别提倡孙中山的地方 自治思想 ，恐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说，中共中央政 

权是一种割据性存在，那么它下面的地方根据地就更非铁板一块了。在交通工具落后、敌人封锁严 

密的恶劣环境下 ，中央不可能对地方根据地实行完全的控制，这就为地方的独立性、自主性提供了 

空间，但随之也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所谓单一集权制的力量。 

在苏区时期，中共与国民政府完全对立，建有独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其行政机 

构，而到抗战时期 ，在国共合作和承认国民政府领导的情况下，中共除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外， 

并未建立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这似乎是一个以往极少注意的现象。陕甘宁边区政府虽是中共中 

央所在地，但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地方政权。尽管边区政府的重要领导岗位主要是由中共领 

导干部担任的，但与中央行政机构并不是一回事，所以它不可能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对地方根据地发 

号施令。也正因为此，中共中央对地方根据地的政务，主要是负政策指导之责，地方根据地具有较 

多的自主性，二者之间并非完全步调一致，而是具有统一与分散的对立统一性。 

地方根据地的自主性，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以财政税收为例，中共中央更多是从原则上强调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策略，而财政收支的具体解决则各有办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属机构的 

财政，主要是依靠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国民政府)解决的，而与地方根据地无关。相反，地方根据 

地的财政，则对中央也无财政责任，主要是 自行决策、自行收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1940年、 

1941年，当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由过去的合理负担政策转行统一累进税时，晋绥边区、山东 

根据地仍然实行合理负担政策。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期间则一直征收救国公粮，1942年又增加了一 

种农业统一累进税。这表明，不同根据地具有财政税收上的独立性。 

金融更是如此。中央没有设立央行 ，只是强调尽量减少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则，而地方根据地则 

不仅设立了自己的银行 ，还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陕甘宁边区在 1937年 10月就成立了边区银行， 

但并没有发行 自己的货币，而是仍以国民政府法币为市场流通的主币。只是由于辅币缺乏，第二年 

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代价券。直到 1941年 1月，才发行边币，禁止法币的使用。晋察冀边区 

则不同，1938年 3月边区银行一成立，就马上发行边币，而且在三个月后颁布了禁止法币的法令。 

山东根据地于 1938年8月成立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但与法币同时流通，直到 1942年初才禁止 

使用法币。晋冀鲁豫边区于 1939年 10月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也与法币同时流通，但到翌年 

7月就禁止法币使用了。以上事实，如果在一个统一的集权体制之下，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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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政策更能说明问题。“减租减息”是最能反映抗战时期中共革命的目标和策略的，但令人 

惊奇的是，直到 1942年 1月以前中共中央竞未制定和颁布一个统一的土地政策。我查阅了这一时 

期几乎所有的中共中央文件，发现有 l4个对“减租减息”有所提及，但没有一件是以减租减息的名 

义发布的。① 陕甘宁边区虽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但从减租减息措施的制定和实践来看，却不是先 

行者，而是晚于华北抗 日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在 l937—1941年仅为口头宣传阶段，只有绥德分 

区在 1940年7月公布过《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草案》，但该草案并未实施，边区政府甚至指示绥德分 

区“暂不颁布减息条例”。而在华北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早在 1938年初就率先颁布了减租减息 

的明确条例，并于 1940年初做了修订。其他如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和山东根据地，也在晋察冀 

边区之后相继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可见，中共中央基本上处于一种政策指导地位。直到 1942年 

1月，在详细研究各个根据地的经验之后，中央政治局才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抗 日根据地土地政 

策的决定》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同年2月，又颁布了《关于如何 

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几个文件，标志着抗战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完全形成。而所谓研 

究各个根据地的经验，与 1941年6—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向中央汇报晋察冀的减租减息 

执行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 ，地方根据地的做法上升为中央政策了。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然强调这一政策只是提供了一个指南，“由于各根据地情况不同及在一 

根据地内情况亦有不同者，故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不能施行整齐划一的制度。中央在关 

于土地政策决定内规定了统一施行的原则 ，而在本附件内则根据此种原则提出具体办法，以供各地 

采用，本附件内所列各项，凡与各地实际情况相合者，均应坚决执行之。其有不合情况而须变通办 

理者，各地得加以变通”。② 事实上，各个根据地在中央土地政策的框架之内，仍依据各 自的具体状 

况，或早或晚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并做了或多或少的变通。 

以上事例表明，鉴于地方根据地的情况非常复杂，中共中央在统一原则的指导下，允许各根据 

地有一定的行动自主权，而根据地也的确显示出高度的创造性 ，甚而影响了中央的决策。 

与此同时，从中央颁布的文件，我们还强烈地感觉到，中央一直强调地方根据地要保持与中共 

中央的一致性，以防止滋生地方诸侯。不过，它主要表现为对党和军队的控制。譬如： 

1937年 1O月，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总政治部的决定》指出：“为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 

治工作的领导，贯通前后方的联系，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所有第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 

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之责。希望上述 

各政治机关即与军委总政治部发生工作关系，并望将部队重要政治情报书面报告，如组织统计干部 

的履历等，须所属政治部随时送来军委总政治部。”⑧ 

1938年3月，《中央关于北方局领导人分工的决定》指出，刘少奇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暂住 

延安。杨尚昆率北方局工作人员在吕梁山脉就近与华北各地党部联络。“华北各地党与群众工作 

及地方武装情形，除向尚昆同志报告外 ，同时须直接向胡服同志报告”。④ 同年 4月，中央《关于党 

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规定：“在今天的新条件之下，党已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因此必须纠 

①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 1985年版，第318、545、601、608页；《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中共 中央党校 出版社 1986年版 ，第208、213、278、280、305、393、451、531、560、642----643、709、 

800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抗 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1942年 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年版，第14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 359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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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过去那种观念 ，使每个同志应当重视党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论文。党报正是反映党的 
一 切政策，今后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 

针来研究。在党报上下列几种论文⋯⋯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① 

1941年 1月，针对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未听中央指挥、遭遇皖南事变之事实，中央做出《关于项 

袁错误的决定》，强调“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 

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指挥，否则是异常危 

险的。⋯⋯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 

何等能力，结果总是失败的”。② 同年5月，中央发布《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要求 

“我党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态度。从近几个月中各根据地的广播与战报看来，我党的对 

外宣传是不适合于这个要求的。特别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各地对外宣传工作中独立无政府 

状态的存在”。强调“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 

广播”。③ 除此，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 

的独立活动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 

党员的‘个人主义 ’、‘英雄主义 ’、‘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 ‘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 

党性的倾向。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的这些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 
一 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为此，“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 

导的重要性⋯⋯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 

中央的领导”。④ 

1942年2月，中央军委下达《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我军所处环境，交通不便，上下 

隔阂，各地情况特殊，很不一致，因此干部太流动是不容易熟识情况，有碍于正确领导，但干部太固 

定 ，亦使干部进步停滞，上下隔阂，故在适当程度内(如政治部之科员科长，司令部之参谋长与科长 

等等)实行干部交流之必要。即：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这样既可 

以从工作中更好的来培养干部，又可以沟通情况，密切领导与加强部队的工作和战斗力。”⑤同年 9 

月，中央《关于统一抗13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 

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 

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旧存在。⋯⋯各 

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国全军普遍性的 

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⑥ 

由以上文件不难看出，中央主要是从党和军队的角度对根据地进行一元化的领导和管理，而很 

少对行政尤其是经济问题发布类似的指示。⑦ 当然，在党和军队方面中央和地方是如何互动的，一 

元化领导是如何实现的，尚待大量的具体研究来证明。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之间主要表现为集中和分散、领导和服从的关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49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第601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第664__665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第698---699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一l944)，第34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_4)，第 125、130页。 

⑦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更为加强。而且，随着战争胜利的扩大，对经济方面也加强了管理。(参见《毛泽东选 

集》，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26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00、164—165、 

344--353页。) 

1 3 



抗日战争研究 2016年第2期 

系，但根据地又有一定的自主性、独立性和灵活性 ，甚至地方创造有上升为中央决策的可能。与其 

他历史时期中国政权的形态比较，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央地”关系带有明显的战时性和过渡性，但 

为其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的政治体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以上所述抗 日根据地的“央地”关系，多少能够反映抗 日根据地“关系”的复杂性，笔者期冀对 

相关研究能起到些微提醒之作用。 

[作者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战争和人 

抗战研究的多样化主题和路径 

汪朝 光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观察，抗 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性都无可置疑。军事的、政治的、 

外交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社会的，几乎是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方面，抗 日战争的影响都历历可 

见，值得后人从中汲取丰富的历史遗产和经验教训。 

对于抗13战争的研究，自抗战开始之后即为其发端，并在抗战结束、战争真正成为历史之后 ，得 

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尤其是最近若干年以来，在学界的不断努 

力下，抗 日战争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已成为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为活跃、研究者人 

数最多、产出成果也最多、并最为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所关注的专门史研究领域之一。 

大干世界，历史无限，研究者总当有其特定的研究主题或研究路径方可对历史有其特定的言 

说。其实，从什么主题观察或从什么路径切入历史研究，本为历史研究者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之 
一

。 抗 日战争史研究，当然可以有多样化的研究主题 ，也可以有多样化的研究路径。 

战争的主体是人，决定战争走向和结果的也是人。作为中国近代历时最长、波及最广、牵涉最 

深、影响最大的一场战争，抗日战争曾经在各个层面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和情感，并 

延续至今，不稍或减。在这场牵动了所有中国人的战争中，有舍身取义、为国捐躯者，有奋力抵抗 、 

决不屈服者，他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正因为有了无数这样的中国人，才有了战争的伟大胜利 

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也有为了生计终 日奔波者，迫于无奈随波逐流者，乃至消极颓唐悲观 

厌世者，他们的境遇和状况，可以使后人理解强敌人侵、国家赢弱下的战争对于普通百姓的影响，惟 

民生之多艰，更见战争之残酷；更有为虎作伥 、投敌祸国者，他们是民族的罪人，已经得到了历史的 

审判，并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惟其如此，从战争和人那些斑驳多样、变化多端的关系中， 

我们方可从更多方面认识和理解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意义，对所有中国人的意义。 

上海电影人与战争的关系，或可作为战争和人的关系的解读路径之一。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 

以上海八一三抗战为集矢。三个月的淞沪抗战，数十万中国军人的奋力抵抗与壮烈牺牲 ，成为全国 

抗战最初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作为当时中国的电影之都，战争爆发后，上海电影人几乎全体投身于 

抗 日救亡活动，高呼“集中电影界工作人员所有的力量，负起非常时期救国的任务来”。上海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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